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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江南的“异乡甲” 

——嘉定、常熟垦荒碑研究  

 

谢湜 

 

 

一  前言 

有关明末清初江南土地开发的情况，碑刻文献中有不少反映。从近几十年已

经整理出版的若干碑刻选集中，即可窥见一二，如 1959 年出版的《江苏省明清

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收录了常熟县分别于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十月、十二月刊刻

的三则《开垦荒田碑》，又收录了康熙三十五年常熟县调整明末垦荒田地及相关

制度的《均画异乡田地一体当差均役示》等赋役碑刻；1980 年出版的《上海碑

刻资料选辑》则收录了万历三十九年嘉定县刊刻的《嘉定县为院道批详允告垦下

区田永额斗则告示碑》等垦荒碑，以及顺治三年处置垦荒田地的《嘉定县为东西

两异乡升科田亩照旧办粮告示碑》。目前未整理的明清苏、松二府碑刻，想必还

有不少涉及土地垦荒，有待进一步搜集。 

阅读常、嘉二县垦荒碑，可有以下观感：从内容上看，碑文详述了 16世纪

官方在苏州、松江二府推行开荒政策的情况，主要通过规范垦荒土地的产权，招

徕外来垦荒业户，并给予税收上的优惠以及免役的权利，从而刺激垦荒。此外，

官方还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垦荒赋役编制——“异乡甲”进行管理。从地域分布

看，垦荒活动集中于苏、松二府，所属各县施行的垦荒制度，先后不一，又常互

相援引政策事例，比如某一年代某一县的垦荒碑会引述他县的垦荒条文，某县晚

期的碑刻又常叙及该县的垦荒前事，这就便于研究者比勘互对，据后事而知前情，

颇为难得。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江南的垦荒机制并非止在一时一隅，而是折射出不少州

县实施垦荒的普遍模式和类似的改革路子，显得颇有意义。在深入分析之前，也

有必要回顾明代江南土地开发的格局，透视人地关系变迁的一些趋势，进而在地

域历史的脉络中理解这些垦荒制度的由来，才能更好地释读明末垦荒碑。 

 

一  明代江南的荒地 

在江南三角洲早期地貌形成过程中，三角洲中东部，即太湖以东平原，形成

了西低东高的地势特点，而太湖以西也是高亢的丘陵山地，因此古人把太湖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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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地比喻为“仰盂”，形容其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势特点，①又明确地以高乡、

低乡分别指称高地和低地。这种局面本身有利于太湖从西部的山地获得来水，却

不利于太湖向东往江海的排水。 

从北宋以来，太湖以东的水利问题基本都是农田水利问题，自 11世纪郏亶

的水利学说开始，治田和治水的关系一直是论太湖治水的要旨之一。②从北宋到

南宋时期，随着水环境格局和地域开发格局的变迁，官方常以治田凌驾于治水之

上，南宋至元代的官方水利经营，实质上成为官府与富户之间利益妥协的结果。
③明代前期，太湖流域上游改筑东坝等大工程的实施，令太湖来水情势发生突变，

促使太湖以东以黄浦江为泄水主干的局面最终奠定，形成了江南水利的新格局。

这一新格局伤及太湖以西的地方水利，却换来太湖向东泄水的稳定趋势，它改变

了江南圩田开发的水环境，也提供了太湖以东进一步围垦土地的便利，水利徭役

等赋役制度的改革亦由此展开。④到了 15世纪末 16世纪初，派浚水利的具体实

施，前提是明确怎么派浚，怎么组织的问题，这就与农田、人户的赋役编制捆绑

在一起了。与圩田水利有关的劳役摊派方式，以及田赋征收细则的变化，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江南土地开发的导向，以及土地经营者的投资与投机策略。不同时期

作为开发对象的土地，其地貌属性和赋税特质同样需要我们深入考察。 

我们首先关注作为开发对象的田地。明代江南官、私文献中提及不少所谓的

“荒地”、“荒田”或“不耕之田”，这些土地固然有许多是从宋元时期延续下

来的低乡大圩田中的地势最低洼的积水地，或者是冈身以东比较高阜、灌溉不足

的“斥卤之地”，但也有很多属于所需成本高而产出歉薄的土地。这些“荒地”

并非一直无人耕种，有很多是一度成田却因赋税居高不下、开垦者负担不起所导

致的人为抛荒田地。 

荒田的出现一直与赋役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永乐以后，里甲人户逃亡、大

批耕地抛荒、税粮逋负的现象较为严重，而豪强大户强占抛荒地而不交税粮的现

象亦屡屡有之。因此，宣德改革时的“开荒”政策，并非为了集约化开发耕地，

而主要是为了解决抛荒逃赋，先是招徕人户，给与税收优惠条件，令其耕种贫户

逃绝后留下的“无主”荒地；然后，既保证重新开垦的耕地不被富户占种兼并，

也将新开田地登记在册，防止垦荒户采取“游击战术”，故意再度抛荒以逃避正

常赋税。宣德年间应天巡抚周忱就曾说： 

                                                            
①
 参见陈吉余：《長江三角洲的地貌發育》，《地理学报》25.3；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北

京：农业出版社，1987），第 2-7 页；［日］海津正伦：《中國江南デルタの地形形成》，《名古屋大學

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 36（名古屋：名古屋大學文學部出版，1990），第 231-245 页。 
②
 谢湜《11 世紀太湖地區農田水利格局的形成》，《中山大學學報》2010 年第 5期；谢湜：《11 世纪太

湖地区的水利与水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期。 
③
 谢湜：《太湖以东的水利、水学与社会(12-14 世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 年第 1期。 

④
 谢湜：《明前期江南水利格局的整体转变及相关问题》，《史学集刊》201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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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独苏松之民，尚有远年窜匿，未尽复其原额，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芜

者。岂忧恤未至乎？凡招回复业之民，既蒙蠲其税粮，复其徭役。室庐食

用之乏者，官与赈给；牛具种子之缺者，官与借贷。朝廷之恩，至矣！尽

矣！如此而犹不复业者，亦必有其说焉。盖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

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

而去，不复再怀乡土。① 

 

宣德七年（1432），况锺在苏州主持赋役改革，在该年六月他提出了“分圩”

的政策，②滨岛认为这是最早有关分圩的史料,③反映了里甲共同体解体之后建立

新秩序的需要，他认为分圩是以高度利用土地为目标，即通过分割大圩，使水路

密度细密化，建立排灌，把圩心湿地改造成耕地，从而确认了“分圩”作为 15

世纪中叶以后集约化开发的典型转变过程。④ 

笔者注意到，在同年十二月，况锺还提到了豪户兼并抛荒田却不肯纳粮的时

弊： 

 

切详苏、松二府词讼，多因秋粮而起。盖属县田地税粮额重，人民逃

绝数多。势豪大户之兼并者，占种他人田地，动至数十百顷，常年不肯纳

粮，有司不能究理。稍欲催征，辄构诬词，告讦赖免。⑤ 

 

显然，周忱和况锺都很清楚，“荒田”和“抛荒田”的生成，主要赋役制度

的不稳定和不完善所导致的。至于“分圩”，则是在这个总体形势下推行的土地

开发政策之一。宣德改革之后，赋役不均造成的抛荒现象仍旧出现，据成弘年间

陆容所述： 

 

巡抚周文襄公存恤惠养，二十余年，岁丰人和，汔可小康。自后水旱

相仍，无岁无之，加以运漕亏折，赔貱不訾，民复困瘁。况沿江傍湖围分，

时多积水，数年不耕不获，而小民破家鬻子，岁偿官税者，类皆重额之田，

此吴民积久之患也。⑥ 

                                                            
①
 [明]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载《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 22，《王周二公

疏》，第 173-174 页。 
②
 [明]况锺：《况太守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卷 9，《修浚田圩及江湖水利奏》（宣德

七年六月初二日），第 85 页。 
③
 ［日］滨岛敦俊：《土地开发与客商活动——明代中期江南地主之投资活动》，载《中央研究院第二届

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与近代史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第 112 页。 
④
 ［日］滨岛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會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会，1982），第 64-65 页註釋（78），

第 113-114 页。 
⑤
 [明]况锺：《况太守集》卷 9，《请禁词讼牵连越控奏》（宣德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 96 页。 

⑥
 [明]陆容：《菽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 5，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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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年间，姚文灏等官员在江南推行分圩措施的时候，许多临近水面的圩田

土地仍处于坍涨不定的状态，抛荒挪荒现象乃是常态。譬如弘治十一年，吴江县

官员沈经在调查中发现： 

 

看得各都田今昔坍入湖中者，有全圩俱坍，有一圩半坍不等，俱在

水中。年坍年告，有前勘已完而粮未豁，有前勘已明而未报，有前勘未明

而尚勘，浑乱其中，所据各役，指点某处水中，原无疆界为准，难以为据。

况各粮虚实多寡，止据书手册底，亦多改抺。若照各词勘报，不无移虚作

实，有负委选。① 

 

这种状况在 15世纪后期到 16 世纪前半期一直延续。基于田赋难理的情况，

加强圩岸的修筑，避免圩田的坍涨无常，便显得尤为重要。于是，一系列修圩主

张、分圩策略以及分圩技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当时分圩策略的考虑在

于，通过缩小圩的规模，减轻管理的困难，可望消除大圩圩岸坍塌、圩田“东补

西坍”、“荡然淹没”而造成的田地混乱、赋役难征的弊端。② 

分圩策略的实施，已不是专门为了增加田赋而深入开拓低湿地，而更多指向

稳定田赋登记及摊派水利役费的管理问题，究其根本，关键不在于增田，而在于

清田和派浚。既然荒田非全为真荒，常有抛荒和坍涨之间的诈荒，分圩非指向深

度开发和增赋，而是指向圩田管理和方便派浚，那么，“集约化开发”的概括就

难以成立了。 

 

二  均田均役與積荒 

嘉靖年间，由应天巡抚欧阳铎和苏州知府王仪发起的均田改革，是一场整治

田赋结构弊端的著名的改革运动，然而，改革后却出现了一些地方田地抛荒的现

象。松江人华亭人何良俊（1506－1573）见证了 16世纪土地开发格局的变化，

他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 

                                                            
①
 [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史部

地理类，第 578 册），卷 15《公移》，《沈经勘报吴江水利呈》（弘治十一年），第 517-518 页。 
②
 [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 15《公移》，《姚文灏申饬水利事宜条约》（弘治七年）、《林文

沛水利兴革事宜款示》（嘉靖元年），第 515、526 页；[明]张内蕴、周大韶：《三吴水考》（收入《景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史部地理类，第 577 册），卷 14《水利考》，《编修

王同祖治田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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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太守王肃斋仪牵粮颇称为公，然昆山县高乡之田粮额加重，田皆

抛荒，而甪直一带熟区与包粮。华亭县清浦荒田亦是熟区包粮，今下乡之

粮加重，则田必至抛荒，若要包粮，又未免为上乡之累矣。① 

 

万历五年至七年（1577－1579），吴江生员张内蕴、华亭监生周大韶协助御

史林应训在江南治水，并将治水经验汇纂成《三吴水考》。张内蕴对田地抛荒问

题亦有颇多见解，②他指出抛荒之故有三，一是税额太重，民不能供；二是地利

所限，极高与极低之处，人力难为；三是水利失修。③据他的观察，水利失修常

常是造成抛荒的主要原因。那么整治水利，招民垦种，是否就能恢复生产呢？实

际情形是抛荒后招垦效果却不佳，于是他进一步分析了原因： 

 

顷者屡行招抚，民不乐従者，其故亦有四：方欲施工，犹恐所得不补

所失，一也；开垦未几，赋役随至，二也；仅得成效，奸民认为故土，三

也；抛荒田地多系极洼极亢，三年难保一熟，原非中上腴田，已行复熟，

升科输纳，后设遇旱潦，仍复抛荒而税粮不可复豁，四也。四者不同，而

虑其仍复抛弃之故，则亦十居其六七。④ 

 

基于这些难题，张内蕴认为，垦荒固然要先修水利，然而，“水利固急，而

其甚不可垦之处，尤当以破格优恤为先”，因为苏松赋役太过繁重，“民何以堪

之而不抛荒也”。除了减免赋税，他还提出调拨水利武职官统领开荒、裁减卫所

新军、荒年以工代赈招民开垦等方案，并主张在垦荒实施时，除了强调工程技术，

还要十分重视“吊取真正图籍”、勘定荒田、造册登记、规范升科、施工用地摊

税等赋役登记的细节，以避免垦荒后出现混乱和纠纷。⑤ 

综合这些叙述，我们可以看出 16 世纪下半叶抛荒田出现并且重复抛荒的现

象，在种种复杂原因中，与垦荒收益直接相关的赋役问题往往较为突出，在实施

较大范围的水利工程之时，官员和水利专家对此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何良俊与

亲身参与水利工程的水利专家张内蕴同样关注这一时期的抛荒问题，而且他直接

将抛荒现象归咎于“均粮”改革的弊端，笔者目前尚未在其它文献中找到与何良

俊相似的表述，但结合张内蕴对于“重复抛荒”的复杂性的叙述，何良俊所述问

题仍然值得思考。为何“均粮”一方面被视为维护公平的改革，但另一方面却会

                                                            
①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收入《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 14《史十》，

第 115 页。 
②
 按：十分感謝匿名專家提醒筆者關注《三吳水考》中關於荒田問題的重要闡述。 

③
[明]张内蕴、周大韶：《三吴水考》卷 14《水利考》，《巡按直隸监察御史刘准行生员张内藴垦荒议》。 

④
 《巡按直隸监察御史刘准行生员张内藴垦荒议》。 

⑤
 《巡按直隸监察御史刘准行生员张内藴垦荒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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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抛荒呢？这一过程对后事又有何影响呢？我们或许可以从宣德以后赋税改

革和调整尝试追述。 

在宣德、正统时期，巡抚周忱和苏州知府况锺的改革，在赋役改革中对官、

民田均征加耗，再用这笔耗米充当地方政府的各种开支，同时，用折征、轻赍等

机制来调节官、民田之间的负担，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留下不少缺憾，尤其是

官、民田田则不均的弊端仍然无法解决。从景泰二年（1451）周忱致仕及以后成

化年间（1465－1487），历任江南巡抚，重点通过加耗等手段调整官民田之间赋

役负担的悬殊差异，①宣德以后的加耗改革，主要方针徘徊在“论田加耗”与“论

粮加耗”之间。由于富户权豪占有大量轻税的民田，而重额的官田税往往在小户

身上，所以只要官、民田税则差异存在，均粮就不可能彻底。嘉靖十六到十七年

（1537－1538），欧阳铎以及王仪在礼部尚书顾鼎臣的主持下，发动了针对江南

官田的综合改革，废除了官田制，这标志着均粮改革走出了一大步。 

对于嘉靖年间这场均田均役的改革，中日学界已经有诸多研究成果，②这里

暂不详述改革过程，而专注于考察改革前后有关荒田开发的情况。在嘉靖六年

（1527），顾鼎臣第一次上书建议改革官田时，就提到： 

 

东南诸府，法制大坏……或将官田，改作民田；或将肥荡，改作瘦荡；

或将蠲粮，叩卖别区；或将熟粮，洒派细户。其泰甚者，城郭附近田涂，

虚报坍江、坍湖、坍海；膏腴常稔地土，捏作板荒、抛荒、积荒。每年粮

额亏欠，以千万计。负累概州县善良人户包补。日积月久，坐致困穷。奸

顽得计，或有田无粮，或不耕而食……奸顽里书，愚弄踏荒官员，将邻界

别州县荒田，一概丈量，以足虚捏之数。其坍江等项，窎远四散，多被推

荡影射，尤难根究……③ 

 

顾鼎臣列举了很多种虚报荒田的现象，他认为在这种复杂的积弊之下，地方

官员在普遍为三四年的任期内，是很难对各种虚假的荒田一一踏勘查证的。要破

除积弊，只能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并重新丈量土地，将各种虚假“荒田”登记入

册。针对这些积弊，从嘉靖十五年到十六年（1536－1537），欧阳铎和王仪在苏

                                                            
①
 以上改革过程，参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 113-124 页。 
②
 相关成果如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范金民、夏维中：《蘇

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日］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

研究》（京都：同朋舍，1988）；［日］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の支配構造——明清賦役制度史の研究》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日］滨岛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会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

版会，1982）；賴惠敏：《明代南直隶賦役制度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3），等等。 
③
[明]顾鼎臣：《陈愚见刬积弊以裨新政疏》，收入[明]顾鼎臣：《顾文康公文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山东：齐鲁书社，1997]，集部第 55 册），卷 1《顾文康公疏草》，第 265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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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清查田粮，统一审核，实行了“征一”、“均粮”以及里甲均徭以丁田统一计

编为重点的改革。据《明史∙食货志》载： 

 

应天巡抚欧阳铎检荒田四千余顷，计租十一万石有奇，以所欺隐田粮

六万余石补之，余请豁免。户部终持不下，时嘉兴知府赵瀛建议：「田不

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铎乃与苏州知府王仪尽括官、

民田裒益之。履亩清丈，定为等则。① 

 

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扒平官民田税则的改革之所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是

因为嘉靖初年清丈中发现荒田激增至四千顷、赋税亏累，而朝廷又不肯减损元额，

只有平衡税则，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顾鼎臣所说的“有田无粮”、“不耕而食”

的情况，保证赋税足额。尽管缙绅大户“多梗其议”，顾鼎臣还是力挺欧阳铎和

王仪坚决执行改革。 

苏州府先于松江府进行这场均粮改革，在苏州府各下属政区，又以最晚设立

的太仓州首先进行改革，嘉靖二十一年（1542）增补刊行的正德《姑苏志》，记

载了苏州府各州县均粮后的税则。②苏州府均粮改革的结果主要反映在税则的统

一，各县的情况虽略有不同，但颇为接近。也不难想象，各县的田产所有者和经

营者，其实并不会关心分级加耗的具体过程是否有利于整体的官方财政，只会关

心新的统一税则与此前相比是升还是降，以及对自身利益是否有损害。 

吴县、长洲、昆山、吴江等低乡州县均粮后，扒平了官民田分则，并简化了

等第不均的田则，对于大部分水田经营者而言，至多只是“以肥作瘠”、“捏熟

为荒”、“改官为民”等舞弊的空间较少，从而使“灰色收入”减少而已。在合

法的框架下，极低水荡田仍可以享受低税则或者较多的折征优惠，一般的水田经

营还是可以在新的统一田则下保持好收益的。 

与低乡相比，嘉定、太仓等高乡州县以及拥有部分高乡县境的常熟县，税则

普遍提高较多，其中又以最早完成均粮改革的太仓州为甚，因为嘉定尚且有鹻薄

田可享受 2斗的低则，常熟的高乡则全部只征 2斗 1升。惟独太仓全部征 2斗 8

升。弘治十年（1497）析置太仓州时，昆山之高乡几乎全入太仓，常熟、嘉定割

入的部分均为高乡，然而，此次均粮后同为高乡的太仓，税则却升至接近低乡。 

从这些问题反思嘉靖时的均田改革，就能体会前引《明史∙食货志》所说的

“户部终持不下”、“上不能损赋额，长民者私以己意变通”的深刻内涵。质言

之，嘉靖均田本来就是从比较复杂的钱粮积弊中，作出的一种着眼于全局而非局

                                                            
①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卷 78，《食货二·赋役》，第 1900-1901 页。 

②
 正德《姑苏志》（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第 11 册），卷 15，

《田赋（税课贡役附）·税粮》，第 987-9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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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改革。改革后，新的田粮问题很快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均粮总体上是负担

的扒平，部分原来背负重则的荒田可能恢复，部分熟区为荒区“包荒”的负担可

以减轻，但在具体的州县田地分布上，却容易顾此失彼，税则虽简单划一，但由

于不同的田地肥瘠不一，实际的效应就是土地经营者拣肥弃瘦，乃至投机取巧、

偷梁换柱，其后果自然旧荒未垦，新荒又生，积荒不除。许多“本益比”较差的

田地仍然会被抛荒，均田划一后，新的“积荒田”出现了。 

 

三  万历折漕與开荒 

16世纪江南由棉作引起的最典型的制度性变动，莫过于高乡田赋从折征棉

布到棉布折银的变化。清代道光年间，程铦将万历年间嘉定从折漕到漕粮永折的

改革过程中的公牍文书，汇成《折漕汇编》一书，嘉定知县程其珏在题序中曰： 

 

嘉邑濒海亢瘠，粒米不登，每遇漕兑，民甚苦之。自前明万历十二年

始行改折，三岁一为题请，至二十一年定为永折。崇祯年间迭经部议，复

兑本色，不果行。入国朝顺治二年，钦奉恩诏，土田科则悉准万历中赋额，

而折色遂以为常。① 

 

这段叙述强调了万历折漕意义之大，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确定永折之后，

嘉定县漕粮从未再返回征输本色的老路上去。清代之后，折漕亦为常制。 

从隆庆年间到万历初年，尽管嘉定在均粮改革后比太仓负担稍轻，但也面临

着办粮的难题，主要困难就是，嘉定当时大部分田地已经种棉，无米办漕，只能

从外地买米兑本色，因此当时运粮到嘉定成为一项颇为赚钱的生意。据王锡爵在

《永折漕粮碑记》中所记： 

 

地势固然也。加以米不土出，常不能豫具以待事；运船之至城下，舳

舻相次如鱼鳞，而仓庾尚无稊粒。于是，四方糠粃船浥润之米，一入其境，

价必翔踊。而军士动以米恶为辞，所以摧抑之百端，……庆历之际，四境

荒芜之田，无虑数万亩。老穉提携而去者，项背相望。议者以为数年之后，

殆不可以为县。② 

 

嘉定折漕就是在这样的米粮难办、田地抛荒的困境中应运而生的。万历《嘉

定县志》的《田赋志》专列出「漕折始末”一门，其所述即是从万历十二年（1584）

                                                            
①
 [清]程铦：《折漕汇编》，《原序》（程其珏序），光绪刻本，页 1a。 

②
 [明]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载[清]程铦：《折漕汇编》卷 6，页 6b-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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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折漕到二十一年（1593）定永折的过程。在万历十一年（1583），嘉定县以

“粮塘里老等役”上呈状的形式，向户部申请把漕粮改折为银两，他们陈述了当

时嘉定办粮的情形：首先是嘉定产棉不产米，以往都是卖布易米输粮；第二，嘉

定与其它州县一样，以米纳粮时百姓总会受粮长欺扰，而粮长兑粮上仓又受官军

胁迫；第三，以棉易米风险较大，灾害之年，台风之袭，会令棉业大大受损，更

严重的是，万历前后，北方棉布业兴起，江南棉布的销路受限；第四，此前两年

都是缺粮可兑，于是嘉定县只能采取权宜之计，先是从商人处借办，然后是出官

帑买米，而这些显然都不是长久之策。这就是嘉定申请漕粮折银，不再用本色米

粮输兑的四个突出理由。① 

户部得状后，委派地方查勘，汇报详细嘉定田地及钱粮实情，关键是要查明

改折是否会亏损原额，假如只采取改折，是否有其它钱粮可供抵补漕粮。②当时

嘉定知县朱廷益奉命踏勘，他在调查中发现，本县可出本色米的水田只占全县田

地涂荡的十分之一，其它都是棉田，而这部分本色米不到二万石，还不够办每年

二万六千多石的白粮，因此，漕粮十万六千六百七十一石八斗九升，除了全部改

折银两，别无他法。③ 

在嘉定县勘粮后，苏州府和兵备道又进行了复勘，④呈报巡抚都御史郭思极

以及巡按御邢侗，最后由抚按联合题奏，向户部申请“将嘉定县应运漕粮一十万

六千六百七十一石有零，俱准于万历十二年为始，查照议定价值，尽行改折，每

年征银解部，永为定规”。⑤ 

当时户部对于嘉定折漕的申请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原因是当时其它各省的赋

役折银化出现了一些亏损原额的弊端。⑥不过，户部还是考虑到嘉定办粮的实际

困难，最后决定将嘉定县万历十二年（1584）分应征漕粮十万六千六百七十二石

零，试行改折一年，正兑米每石折七钱，改兑米每石折六钱，“席板脚耗俱在内

预先开征，及遇赴粮时，候即以本色粮米一并起解，不许拖欠。”并且声明，如

果该年折银依期完解，以后可以再议题请改者。但如果造成逋负，将停止折漕，

照旧征输本色。 

这就是万历十一年（1583）申请折漕获得成功的过程，从万历十二年（1584）

嘉定初行折漕，万历十三年（1585）各州县通行改折，嘉定不必申请，到万历十

四年（1586），巡抚都御史王元敬和巡按御史邓炼又为嘉定申请到改折三年的批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 7《田赋考下》，《漕折始末·万历十一年本县粮塘里老等役通状》，第 481-483

页。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 7《田赋考下》，《漕折始末·户部移谘查勘》，第 483-484 页。 

③
 万历《嘉定县志》卷 7《田赋考下》，《漕折始末·本县查议》，第 484-486 页。 

④
 万历《嘉定县志》卷 7《田赋考下》，《漕折始末·本府覆查》，《漕折始末·兵备道覆查》，第 486-491

页。 
⑤
 万历《嘉定縣志》卷 7《田赋考下》，《漕折始末·抚按会题》，第 493 页。 

⑥
 万历《嘉定县志》卷 7《田赋考下》，《漕折始末·部覆》，第 494-4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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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后，嘉定折漕形成三年一申请、一次批三年改折的情况。于是，到了万历

二十一年（1593），嘉定县提出了永折的申请，理由首先从万历十一年（1583）

后的“无漕不折”定为永折，可以为中央和地方省去从申请到批示的时间，其次，

由于十几年未办本色输兑，“民不习兑，官无成法，仓廒颓废巳久，斗甲革除殆

尽，一朝议复，百费丛生”。①折漕一事，涉及官民利益，不仅地方官员奔走筹

划，一些地方大族也因利益所系，对于永折之事，也是十分关切，诸如嘉定周氏，

就有一些家族成员参与了折漕的申请和运作。② 

经过十几年的试行折漕，制度运转顺畅。另一方面，自从隆庆初年，应天巡

抚海瑞在江南各地推行一条鞭法改革之后，赋役合并、统一纳银已经成为当时赋

役体制不可逆转的大势。因此，嘉定县已完全具备永折定制的条件，漕粮永折的

申请得到户部的批准，成为定制。 

漕粮永折从整体上钱粮困境，也减少了漕粮收兑中的舞弊行为，总体上有利

于消灭嘉靖均粮后赋役压力下的“积荒”田地。至于如何有效地进行开荒复熟，

消除熟区所背负的“包荒”负担，并且杜绝人为的开垦后再度“抛荒”，则需要

有新的制度进行规范管理。这不仅是嘉定的问题，也是隆万年间苏松地区面临的

普遍问题。此处就从折漕的话题转到开荒，看看从嘉靖末期到万历折漕期间，官

府如何解决积荒田地的开垦问题。 

隆庆元年（1567），巡抚都御史林润出任应天巡抚，他对松江府均粮改革不

彻底、富者以熟作荒、贫户逃亡的现象十分关注，下令松江知府和华亭、上海两

县知县“拘集年高有德耆老粮塘里排，多方审访，田赋等则何以均平？荒田何由

覆实？荒粮如何处豁？开垦作何施工？或应该丈量，或先审处其太甚。苟可永逸，

毋惜一劳。”③林润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局势，解决当时的积荒问题其实难度甚大，

一劳永逸实非易事。 

在嘉靖后期，江南地方官府其实已经开始设法解决均粮改革后的积荒问题。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应天巡抚就下令苏州各州县勘查荒区，并统一减

则。万历六年（1578），巡江御史林应训主持吴淞江下游疏浚工程，在昆山和嘉

定二县驻扎了三、四个月，他对水利与积荒田的关系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他指出，

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减则由于是权宜改革，没有制度保证，因此效果未能持

久。要解决水利和垦荒问题，就必须坚持减则的思路并加以调整：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 7《田赋考下》，《漕折始末·万历二十一年本县民本》，第 500 页。 

②
 参[清]周鼎调撰：《嘉定周氏宗谱》不分卷（收入《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史部，第 35 册），第 52、129 页。 
③
 《巡抚都御史林公润移文》，载崇祯《松江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

献出版社，1991]），卷 10《田赋四》，第 252-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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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年，续经巡抚衙门委官勘覆，每亩减米七升八勺，将麦地新增

余米照数抵补。行之未几，即被奸书改灭。自隆庆五年到今，复征三斗重

额，以致刑毙棰楚，民复逃而田益荒。夫赋重而钱粮无措，则民不得不逃，

民逃而水利不能修，则田不得不荒…… 

然则招复荒民，开垦荒田，固昆、嘉二县之首务。臣窃谓欲复荒田，

莫若先开水利；欲复荒民，莫若先停逋追，次议减则……今乃不论上下等

则，一概均征三斗，何其舛也。查得嘉靖三十八年，曾将下区每亩减耗七

升八勺，共该减米一万一千余石，正额不足，而以概县麦地米七千六百余

石，及官布解扛银一千九百余两抵之。当时特为权宜之策，未经题定，是

以奸胥敢于变易。臣谓麦地抵补是矣，而官布解扛终非良策。臣因开浚吴

淞江，即昆山一县已经查出涂田万余亩，若就中分别新旧，科粮大略可补

该县荒田减则之数。至嘉定县，臣访得该县东北皆濒临江海，历年新涨涂

田亦不下数千亩，久享厚利，俱未升科，以之补荒有何不可？宜行巡抚衙

门查将二县新涨滩田，丈量明白，定则升科若干，然后荒区之田斟酌减则，

庶几粮稍轻而税足纳，民自将渐复，将来荒芜可垦而正赋可完矣！① 

 

林应训的建言，重点在于销去旧的欠赋，并把荒区减则彻底固定下来，然后

清查当时沿海沿江的新涨滩地、升科补荒、以足原额的思路。显然，林应训的补

荒措施就是归有光此前所反对的“教之塞江之道”  ②的做法，即是默认当时占河

开涂荡田的做法，以课税的办法加以规范。归有光的反对固然有其道理，但他忽

视了林应训在治水实践中体会到的实际困难，那就是水利的疏浚离不开钱粮和人

户，要解决水利维护和荒民招复问题，关键都在于荒田减则，而在原额不能亏损

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各种办法填补。林应训认为可以靠新涨滩田升科来填补这个

缺额，不过，他的建议虽然直击要害，却没有解决另一个突出的问题，积荒田如

何招民开垦？在当时的条件下，还需要付出比田赋减则更大的成本，那就是在征

税起点年限上对开荒提供优惠，否则难以吸引垦荒者。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 

 

县有积荒之田，为粮九千五百石有奇，垂十余年，屡募开垦，民莫之

应，至欲以吴淞军为屯田，亦不能行。万历十二、三年，令朱公廷益议招

徕远人告佃，而起科之限，则土民以五年，客民以十年。于是草莱之中，

耒耜交集。然民当不科之时，相与偷衣食其间，一旦定税额，则又鸟兽散，

                                                            
①
 [明]林应训：《查通水利议处荒田疏》，载康熙《昆山县志稿》（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

点校整理本），卷 19《艺文上》，第 325-326 页。 
②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 8《书·与邑令论三区赋役水利书》，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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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无成功。夫民莫不贪殖生产，亦莫不畏避征敛，但人情渐习之则驯，顿

加之则骇。① 

 

在万历十一年（1583），嘉定知县朱廷益除了推动漕粮改折，还颁布了招徕

远人垦荒的新政策，这项政策为垦荒者提供了很大的税收优惠，但其制度漏洞也

是很明显的，垦荒者采取“游击”战术，在免税期结束之后再度离开田地，因此

这项新政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垦荒效果。于是，在万历十五年（1587），嘉定知县

熊密主张让下区荒粮从缓带征，将这笔所谓“带征钱粮”附于经赋册之后。②熊

密的改革没有解决朱廷益招垦所遇到的困境，只能采取权宜之策，单列出这笔“带

征钱粮”，附于簿册之后，以免使熟区包荒，蒙受“带荒米”之害。 

到了 16世纪的最后一年，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嘉定知县韩策才真正

设计出一套较为完善的垦荒政策： 

 

二十七年，韩侯参酌其宜，令一县弃田田主愿垦者听，不愿而诸人告

佃者，即以为业，不听争。三年之后不分土客，先起半科，至五年、十年

限满，各照轻重则全征，而沟洫湮没者皆治之。令有所灌泄，于是江南北

之民争集，昔所谓不科之田大抵尽辟矣。初，荒粮既不得没其额，则系之

熟粮之上，曰带荒米，久而错乱，名实不符。是岁县中清理圩号，分别荒、

熟田，与粮各有所归，初得复熟米二千八百余石，乃于三斗田亩减二合，

于二斗八升五合一勺二抄田亩减八合一勺二抄。盖是时会计以宗人府米折

抵免荒粮，故不用以补无征之额，而用以减概县之粮。至二十八年宗人府

米折并入考成，而会计亦编入熟粮内矣。三十二年，又查升复熟米四千五

百余石，前后凡八千三百余石，盖合不科荒田与涂荡新垦者也。夫荒米类

不派本色，皆入折色中为停征，而以通县熟米覆盖之，既熟之后，虽于验

派之数无所减，而于征收之数少有所宽矣。③ 

 

韩策的开荒政策，首先是缩短了荒田起征的年限，减少了“游击”式开荒给

政府带来的损失；其次是在簿册上区分荒田和熟田，进一步完善熊密的权宜带荒

方案，以开垦后的“复熟米”来销减荒田田则。与前述林应训的减则方案相比，

韩策的方案更为合理，也更为稳定。 

韩策还试图在解决一个突出的积弊，即是乡村权力结构对于开荒的干扰。从

这段叙述来看，当时垦荒者有一部分是土民，一部分是客民。由于大部分积荒田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 5《田赋考上·田赋》，第 346-347 页。 

②
 乾隆《嘉定县志》（清乾隆刻本），卷三上《考赋》，页 10a。 

③
 万历《嘉定县志》卷 5《田赋考上·田赋》，第 347-3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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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是逃户留下的抛荒田，所谓的土民，很多就是这些逃户，也即荒田原来的

田主。一旦垦熟，这些逃户眼看有利可图，经常会追占旧田，导致讼案迭起。正

如此前所述，这种豪户占佃的现象是长期存在的弊端。一旦豪户占佃，他们还常

常买通胥吏，以熟作荒，导致开荒的成果在官府的赋役册中无形地“蒸发”，长

此以往，官府又将失去对荒田的控制。所以，韩策力图通过新的垦荒政策，不分

土客，采取告佃者“即以为业，不听争”的办法，确定复熟荒田的产权，可谓洞

悉积弊之举。 

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后，开荒政策明显取得了成果，“不科之田大抵尽

辟”，“复熟米”渐增。嘉靖均粮后高乡的积荒状态，逐渐有了改观。在高乡垦

荒的利润提升之后，新的不稳定因素又开始干扰开荒的进行，其中，韩策对于荒

田产权的规定尤其受到冲击，万历《嘉定县志》是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修成

的，龚锡爵在该志序言中说： 

 

比岁屡登，污莱尽辟，复熟者万计，田价翔踊三倍。昔时浚河之为农

利，抑何彰明较着也。独奈何农愈利而田愈贵，田愈贵则挟赎而争讼者愈

繁，甚且以曲加直，以贱加贵，以不贤加贤，贤者愈却，则不贤者愈前。
① 

 

如此看来，16世纪末的开荒政策还没有达到稳定的效果，17世纪初年，高

低乡在推进垦荒的同时，官府继续完善开荒政策，其中，对荒田产权的规范用力

最深。 

 

四  墾荒圖甲的編立 

万历年间嘉定县的折漕改革，其改折基础在于嘉定县棉业的普及，其制度根

据在于宣德年间的折征先例，而其诱发因素则是万历年间棉布市场的变化。漕粮

折银是在赋役货币化趋势下的一种宏观减负的改革，旨在刹住抛荒之势。地方州

县急于申请漕粮“永折”的固定化，一方面是棉布跌价，民户办粮实在困难；另

一方面，是官员惮于考成，实在不想因此亏损原额。在漕兑困难的情况下，地方

政府甚至采取了向商人借粮的权宜办法，以及用官帑补粮的下下策。在官员、粮

里书等半公职人员以及地方人户的配合下，嘉定县成功将“折漕”定为永制，缓

解了嘉靖均粮后的积荒矛盾，保住了均粮的成果，使积荒土地渐得开辟，守住了

原额。其结果也有利于一条鞭法等银钱化改革的进一步实施。在开发制度的调整

上，嘉定模式可谓引领潮流，对其他州县具有借鉴意义。17世纪初年，嘉定继

                                                            
①
 万历《嘉定县志》，《序》，第 20-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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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在制度改革上作出表率，为了规范荒田开垦的产权问题，嘉定县为外来垦荒者

编立了“异乡甲”的专门赋税编制，并将下区荒田固定斗则，为垦荒者提供保障。

万历中期嘉定的开荒制度，影响了太仓、昆山、常熟、青浦等州县，“异乡甲”

作为一项为垦荒而设的特殊的赋役编制，在高低乡州县很快普及开来。 

万历中后期的一些荒田斗则告示碑幸得存世，其中提及 17世纪初期高低乡

垦荒中的“异乡甲”制度。较早提及这一制度的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十月嘉

定县所立《院道批详允告垦下区田永额斗则碑》（碑文见附录 1）。①从碑文看

来，嘉定县的“异乡甲”在万历三十九（1611）年以前就已经编立，而且很可能

是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到万历三十九年（1611）间，也就是十年起科的期限

之内设立的。编立“异乡甲”的目的，主要是将这些外来垦荒的业户，及其垦荒

的田地数据单列出来，以便征税时识别。这篇碑文里提到的黄良、顾贤、秦受、

茅奇等外来户，垦种的是嘉定东乡部分低洼田地，他们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

上诉的主要理由，就是在十年起科的期限内，开垦的荒田就已经被升科，违背了

万历二十七年（1599）韩策关于下区荒田十年起全科的初始规定。官府对垦荒复

熟田提前升科的解释，主要是财政困难，特别是宗人府急需银钱所致。 

提前升科只是弊端的一个方面，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复熟升科的升税幅度过

大。因为异乡垦荒业户开垦的荒田都是「地形极低”的「抛荒之田，非膏腴之田

也。先为土民轻弃”，②这些田地倒是符合滨岛所说的圩田内心的卑湿洼地，开

发难度其实比高乡地方的沙瘠板荒地更大。据碑记所述，当时嘉定东乡，也即高

乡地区的半科开荒和到限升科等运作相对较顺利，不难推知，这是由于高乡的荒

地相对较为连续，相邻的高乡田地田则差异不会太大。低乡的低湿荒地，则大多

趋于分散，正如碑记所言“一图一圩之内，亦有高下不同”，如果不仔细履亩踏

勘，分清熟、荒地以及相邻荒地之间田则的具体差异，就会造成升科不均的弊端。

因此，这份下区垦荒永额斗则告示碑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当荒田到达升科年

间之后，要细化升税的科则要求，落实到具体的地块，并固定科则，不再继续升

高。不搞“一刀切”的升科标准，而是“现科二斗者，不减不增，其余低洼之乡，

姑无拘于一斗一升之例，应增者不得加少，应减者不得加多”。所以，这次定则

改革其实是十分急迫的，因为官府必须将“违例加升科则，趁此未入会计，先行

勘明除豁”，否则垦荒户很可能逃走，而且提升后的在册钱粮，又会“复累概县

之包赔”。③ 

                                                            
①
 《嘉定县为院道批详允告垦下区田永额斗则告示碑》（万历三十九年十月），载上海博物馆图书数据室

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收入《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 135-137 页。 
②
 《嘉定县为院道批详允告垦下区田永额斗则告示碑》（万历三十九年十月），第 136 页。 

③
 《嘉定县为院道批详允告垦下区田永额斗则告示碑》（万历三十九年十月），第 135-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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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这篇“异乡甲”垦荒科则告示，就是在编立“异乡甲”，发给户帖

之后，明确十年升科的规则，并细化说明，进而彻底固定科则。 

万历中后期的垦荒制度和“异乡甲”制度，乃至整个赋税体制，到此已经调

整到较为完善和稳定的状态。入清后，朝廷明确下令参照万历中期的赋税额度进

行征税，据乾隆《嘉定县志》记载，在“顺治二年钦奉恩诏民间土田科则，悉因

前明万历中赋额为准，天启崇祯加派钱粮并永除之，次年邑民潘润等以本邑崇祯

十年加漕正贡银请于巡抚，题免。”①在顺治二年（1645）确立赋额之后，顺治

三年（1646）嘉定县又对“异乡甲”制度进行了说明，相关的一方告示碑刻《嘉

定县为东西两异乡升科田亩照旧办粮告示碑》也幸得传世（碑文见附录 2），②  该

告示对万历年间的垦荒情况进行了不少回溯，对照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告示

碑，可以更详细地梳理出明末“异乡甲”编立的过程：万历年间嘉定县招徕外来

垦荒人户的主要原因，就是万历初年“因漕兑为累，民多弃产逃亡”，“田荒户

绝，积欠额粮无筹。”垦荒的重点主要是“下区低洼之乡”。垦荒业户中，有许

多是通州等地的流民。这些垦荒户有一部分进入嘉定高乡的四、五、二十四等都，

更多的人则进入低乡十六、十七、十九、二十一等都，无论是高乡的「浮沙瘠土”，

还是低乡的“低下荒区”，都是当地土民抛荒的田地。万历二十一年（1593）后，

由于嘉定的漕粮永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荒田渐辟。于是，一些荒田的原主见有

利可图，又“渐次归来，复争故业”，造成所谓的土民和客民争夺复熟荒田的产

权。在这种情况下，万历二十八年（1600），嘉定正式编立了“异乡甲”。 

“异乡甲”的特点是“编户立甲，自催自纳，世免徭役”。然而，刚刚编甲

时，没有确定荒田升科的具体斗则，当时逐渐复熟的荒田，其具体肥瘠情况各不

相同，另一方面，由于府县承受着中央财政征调的压力，在升科时将复熟田统一

上调到相对较重的斗则，使得垦荒业户“上则不胜茧赋”，此外，地方权豪又常

以熟代荒，侵占复熟荒地，导致异乡人户“下则屡受欺凌”。在矛盾日益显现、

“异乡甲”本身可能逃户的情境下，官府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以后陆续“酌

定粮额”，细化升科田地的不同斗则，从一斗到二斗五升不等。③ 

这就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嘉定县为院道批详允告垦下区田永额斗则告

示碑》立碑的前因。顺治三年（1646）的照旧办粮告示碑，则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

“异乡甲”编立以后“迄今相沿，四十余载”④的后果。入清以后，官府虽然认

为垦荒区图没有违背新朝惠民本意，实际上是承认了异乡甲的垦荒效果。鼎革之

                                                            
①
 乾隆《嘉定县志》卷 3《考赋下》，页 21a。 

②
 《嘉定县为东西两异乡升科田亩照旧办粮告示碑》（顺治三年），载上海博物馆图书数据室编，《上海

碑刻资料选辑》（收入《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 141-143 页。 
③
 《嘉定县为东西两异乡陞科田亩照旧办粮告示碑》（顺治三年），第 141-142 页。 

④
 《嘉定县为东西两异乡陞科田亩照旧办粮告示碑》（顺治三年），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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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由于“斗则佃册变毁”，所以顺治三年（1646）重新勘查斗则。“清造备查”，

也即是重新完善“异乡甲”机制。 

到了顺治七年（1650），嘉定县清丈土地的过程中，“知县随登云勘丈沿江

沿海轻粮田荡，及东西两异乡甲、在城附郭公占废基，并议复中下区减则田荡，

共升米五千九百五十一石七斗八升四合八勺八抄八撮，以抵坍额，只存无处荒粮

米一十六石一斗二升四合四抄八撮”。①可见异乡甲在清初的官方赋役簿册中，

也是一项单列的编制。 

有关嘉定的问题暂谈至此，再看看万历以后高低乡其它州县垦荒中“异乡甲”

的情况。崇祯《太仓州志》撰者钱肃乐在《赋役志∙乡都》的按语中，提到了万

历四十五年（1617）太仓编立异乡甲的情况： 

 

肃乐按：异乡甲，非额设。盖缘二十六七等区，多无主荒田，于万历

四十五等年有沙民王□等具呈各宪，愿出工力开垦。本州岛知州赵赞化，

躬临勘确二千余亩，给以印帖，宽其升科年限，正粮之外，免其一应杂役，

编为异乡甲，以示优恤，仍禁本籍土著，概不敢溷入滋弊。② 

 

太仓编立异乡甲与嘉定县的情况基本相同，都是为外来垦荒业户开垦无主荒

田，并防止土民争讼而专门设立。而且，太仓在升科问题上还采取了宽松的政策。 

常熟县存世的万历垦荒文献亦颇为丰富。万历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

（1604‐1606）常县县令耿橘大兴常熟水利的时候，已着手解决开荒问题。在其

编纂的《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一附录了一篇《开荒申》。该文提到，万历二十八、

二十九年常熟县清理荒田，共堪得旧荒田地一万二千多亩，新荒田地一万九千多

亩，坍江田地两万多亩，于是下令开豁坍粮和，缓征荒粮。然而，事与愿违，实

际的效果是“不闻有荒者之复熟，第见有熟者之告荒”，冒荒诈荒的情况大量出

现。耿橘上任后，大兴治水，并设法规范荒田问题的处理，他道出了当时组织开

荒的诸多无奈：首先，赋役繁重，使得瘠地一荒而不可复熟，即便招民开垦，但

是“积逋未豁，原主告争，民难有欲垦之心”，一旦宣布缓征，却往往就意味着

“断断乎不可征”。其次，催征最难，逋额又会影响考成，因此，官员必须想尽

各种办法应付开荒问题，当时常熟就曾采用类似“劳改”的方式，组织诸多犯罪

人员进行开荒，编列荒田册，算是取得一定成果，勉强“不失原额”。在完善了

一系列规定之后，常熟县二十五等都的民众申请认垦田地，与其它垦荒人员俱注

名荒田册中。③ 

                                                            
①
 乾隆《嘉定县志》卷 3《考赋下》，页 21a-b。 

②
 崇祯《太仓州志》（明崇祯十五年刻清康熙十七年补刻本），卷 8《赋役志·乡都》，页 70b-71a。 

③
 [明]耿橘：《常熟縣水利全書》卷 1附，《開荒申》，常熟圖書館古籍部藏傳钞本，第 27a-31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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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后期，有关开荒的政策调整仍在继续。万历四十六年（1618），常熟县

又有三方开荒碑直接涉及异乡甲的编立情况，①其中较早的一方是万历四十六年

（1618）九月的《开垦荒田碑》（碑文见附录 3），碑文直接阐明了其制度设置

是受到嘉定和太仓的影响，并提到了通州垦荒外来户到太仓和嘉定开荒，使得数

万荒田复熟的突出成果。当时常熟县也招徕了通州的垦荒户开垦境内五千亩抛荒

田，为了防止“土豪大户”兼并复熟田，防止“旧逋奸民”挟制滋讼，于是“合

照嘉定事例，编立异乡甲分”。常熟县对“异乡甲”垦荒的政策，显然吸取了嘉

定县的经验和教训，比如异乡民不论垦上区荒田还是下区荒田，一律“均议十年

之外起科”，防止提早升科给舞弊者留下空间。此外，提前定下荒田减则起科的

规定。在碑文中，常熟还直接引用了嘉定垦荒的相关碑文。 

总体看来，万历四十六年（1618）常熟县的异乡甲基本就是“嘉定县事理”

的翻板。这种制度因袭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嘉定县在开荒中所遇到的困难，

并非嘉定所独有，而是各州县都存在的普遍困难。常熟县第二、三则《开垦荒田

碑》分别立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十月和十二月，碑文透露了更多的细节，比

如第二则碑刻提到，当时上海、昆山、嘉定等县其实都有减则开荒的事例，其中，

昆嘉两县实施的异乡甲制度最为成功。② 

第三则碑刻中，则述及当时异乡免差役，而且“永议折银”③的制度，并提

到当时勘荒过程还是有里书舞弊、以熟作荒的现象，官府对此认为： 

 

迩来复多新荒，岂民力日惫，而地利亦日减乎，明系业户贪饕，里书

□冒伪诡粮避差之计耳，一俟农（下缺）终者，痛加惩治。④ 

 

为了解决这种弊端，常熟县采取了在“异乡甲”基础上，编立了“异乡图甲”，

“尽将客民之田，另立异乡图甲，仍立公正图书各一名，永照相比，自办□规升

粮”。⑤根据第一方《开垦荒田编》的落款，可以看出当时常熟县“异乡图甲”

的组成情况，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区书毛振”，从《开垦荒田碑之三》的开

头，就可以看到，毛振其人，就是“异乡民”。⑥由于“异乡图甲”采取自比自

办的形式，因此，区书也就由异乡民自己担任。 

外来垦荒队伍在明末有逐渐壮大的趋势，《开垦荒田碑之三》说道： 

                                                            
①
 《开垦荒田碑》（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开垦荒田碑之二》（万历四十六年十月）、《开垦荒田碑之

三》（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载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北京：三联书店，

1959），第 561-568 页。 
②
 《开垦荒田碑之二》（万历四十六年十月），第 564-566 页。 

③
 《开垦荒田碑之三》（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 566 页。 

④
 《开垦荒田碑之三》（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 567 页。 

⑤
 《开垦荒田碑之三》（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 566 页。 

⑥
 《开垦荒田碑之三》（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 5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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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人毛振等之偶偶来也，挟资本无惜，竭胼胝无惮，相当浚淤，开垦

沙田四千余亩，流移之众，渐为土著。① 

 

从碑文叙述来看，毛振对各项垦荒减则、折银升科的规则是非常熟悉的，他

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后迁入的垦荒业户的“中介”，也成了官方征收复熟荒田赋

税的中介。据碑中所记，当时通州地区迁入常熟垦荒的业户就有百余家，除了荒

田，还开垦沙田达四千亩。 

崇祯年间，常熟人陈三恪着成《海虞别乘》，他提到了明末“异乡甲”和“异

乡民”在常熟开荒的情况： 

 

邑故称沃壤，然西北极燥，东南极洼，田亦甚多版荒。嘉靖间凡开垦

者，官给谷种、锹鉏、牛畜之费。万历庚寅，御史荆州土题准，开垦成熟

六年后后量纳轻粮。近来异乡民托处吾邑，其材力十倍邑人，版荒渐为良

田。编异乡甲，不知几年后此辈能久其居否也。② 

 

明末的“异乡民”在规模上显然颇为可观，其势力提升也较快。他们在乡村

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他们与土著间除了纷争和冲突，有没有利益的媾和和开荒

的配合？这些问题还有待求证。 

“异乡甲”制度在清初顺治年间得到了延续。但是到了康熙年间，随着均田

均役改革的开展，田赋制度又进入全面整顿和调整期。常熟县的“异乡图甲”在

改革中，被查出存在诸多“变质”弊端，主要是被官绅霸占，借此逃避赋役，因

此被勒令废止，康熙三十五年（1696）常熟县《均划异乡田地一体当差均役示》

记载了这一过程： 

 

异乡十五都均划西非高区坐圩田地，分隶管辖，以均劳逸，转请宪夺

等缘由，奉 批，常邑先贤绅衿等田，向多附图，诡避差徭，是以饬令于

额设图甲之中，一例均编，今既称已照二十一年事例编定，在绅田不致愈

增，民田不致渐缩，原系一体当差，舆情允洽，惟异乡十五都应令分辖西

北高区，以均劳逸等语，但异乡图甲，各属原无此项名色，岂容藉端分立，

仰 司严饬该府县永行革除均划坐圩地方分管同绅衿等项另编田数及一体

当差均役缘由，勒石晓谕，取具遵依碑摹，并编定各区图田亩数推收细册，

详送查核缴等因，到司，合就饬行仰府，即将常邑销圩一案，遵照 院批，

                                                            
①
 《开垦荒田碑之三》（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 568 页。 

②
 [明]陈三恪：《海虞别乘》第一册《田赋》，钞本，不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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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异乡名色，永远革除，均划坐圩地方分管，同绅衿等田，一体当差均役

缘由，勒石晓谕。① 

 

整体来看，异乡（图）甲作为一种特殊的垦荒赋役区划，源于嘉靖均田均役

改革遗留的积荒问题，在万历中期赋役折银化、以及田地税则调整的改革浪潮中

应运而生，最后在康熙年间较为彻底的均田均役改革中被废除，前后存在了一个

世纪。 

 

结语 

16世纪太湖平原的田地荒而复熟、熟而复荒；州县税制改革从荒田减则升

科，到漕粮永折；土地垦荒则由土客相争“复熟”田，直至客民渐成“土著”。

笔者越发觉得，要解释 16世纪的土地开发过程，用“集约化”或者“细密化”

之类的分析模式一言蔽之，虽然大体不错，但容易因此而忽略了赋役制度对于土

地开发的重大影响，也容易使对 16世纪土地开发的曲折性和反复性的特点估计

不足，并忽略了一些“异常”的垦荒制度所反映的土地开发的普遍机制。16世

纪的“开荒”与赋役改革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可以极致地认为“开荒”是

赋役改革的产物。 

如果把眼光放长到 16 世纪之前和之后，可以发现，从宣德到万历，荒田的

产生以及再荒田的出现，其机制都是差不多的。不过，随着“均粮”的深入开展

和调整，荒田越来越能够被固定为真正较为贫瘠的土地，官府对于“荒田”和“熟

田”、“复熟田”逐渐用制度加以界定，这种思路导致了 16世纪后期垦荒图甲

的出现。嘉定县“异乡甲”的编立，使得外来垦荒业户得到产权上的保护、税收

上的优惠以及免役的权利。嘉定县“异乡甲”的成功实践，为各州县树立了榜样。

此后，譬如常熟县还编立了“异乡图甲”，进一步赋予客民自纳异乡甲税额的权

力，从而防止土民以及抛荒田的原主霸占复熟田。“异乡图甲”的编立，异乡民

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客民地位的提升，以及荒地的大规模垦发。 

纵观明后期苏松各县的开荒，大致可以看到以下过程：在万历朝前期荒田，

既有本县土著开垦，亦有外来流民认垦。到了万历中期，随着部分田地的成功复

熟，新的问题暴露出来：其一，部分开垦后的复熟田地引来原业主强行霸占；其

二，部分荒田的复熟，以及开荒的优惠措施，促使更多的外乡人前来垦荒，如何

管理越来越多的外来垦荒户，并保障他们的复熟田不被侵占，这对官方的制度设

计提出了新课题；其三，在开荒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由于胥吏舞弊，权豪作梗，

                                                            
①
 《均劃异乡田地一体当差均役示》（康熙三十五年），载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

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59），第 627-6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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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份非荒土地被移荒诈荒；其四，由于荒田升科年限及斗则没有细化，部份外

来垦荒户获取初垦利益后，便在升科前夕逃窜，此外，由于复熟田地肥瘠不均，

官府在财政压力下上调斗则，部分垦荒业户不堪赋额，遂致逃户。基于这些弊病，

万历中后期的官方垦荒改革，主要方向有二：一是建立新的垦荒田地和人户的赋

役编制，二是确定复熟田地升科的年限和税则方案。到了万历晚期，垦荒图甲制

度和升科细则得到了确定。“异乡甲”制度的重点，不在于区别人群是异乡还是

土著，而在于将垦荒业户于常规赋役编制外单列编甲，实现专门的管理，从而防

止荒熟挪移、原主霸占。在异乡甲制度逐步规范后，越来越多外乡人前来垦荒，

并逐渐取得土地开发的优势。 

在 16世纪中后期，高低乡面临诸多相似的土地开发积弊，因此，各州县在

制度改革上也互相效仿。像“异乡甲”这种为了垦荒而临时设置的非常规的赋役

区划编制，在 17世纪初年成为通行的垦荒制度。16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的开荒

活动，基本解决了均粮改革造成的土地积荒问题。在整个 16世纪，太湖以东各

州县的财政负担一直未得到较好的缓解，甚至在明末还有所增加。然而，随着赋

役制度的巩固和土地开发的有效开展，到了 16世纪末叶，官方财政维持在一个

相当高的规模，同时又保持了比较有效的运作水平。 

 

（谢湜，广州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